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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歷 史

⊙ 程一凡

 

* 本文刪節本〈後現代主義與反歷史〉刊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5年2月號，總第87期。

一 前 言

一個歷史學者在研究過現代主義運動時所可能探索的力場有三種：一、「過現代」名詞的出

現、使用與演變；二、過現代主義的定義、內容和性質﹔三、過現代主義在思想史中的源流

與意義。雖然隨著史家的性向，其研究格調各有不同（例如可能集中研究一個個人思想

家），但終極所問的問題不外以上三種。

第一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關於第二個問題現今學界已有種種材料，此處所須提示讀者

的是哈伯瑪斯早年犯的一個「錯誤」，當他在1980 年領阿頓諾獎時演說，曾模認服寇、德立

達等人代表「反現代主義」（antimodernismus） 1 ，雖然隨著「過現代主義」名詞的普

及，哈氏對當年立場不再堅持，但這樣的辨認卻突顯了今日我們對過現代主義研究多已遺忘

的一個層面，那就是過現代主義中的反現代性。之所以我傾向使用「過現代」字眼，「過」

不但比「後」更符合 "post" 之意，而且在中文裡多一「懲過」之意，另一項好處是避免了

現有「後現代」名詞中語法上的弱點。

以上的三個力場其實息息相關，比方說為了解釋第三點（淵源）必須旁及第一點（名詞），

但如果我們不看思想內容，只追尋名詞蹤跡的話，那麼二戰後的英美已經流通了"post-

modern" 一語，問題是此語所示是否即我們所說的postmodernism ？ 之所以名詞史與思想淵

源問題並不能互相取代。英國建築學家詹克思提出「後期現代」（Late Modern）與「過現

代」對立的可能，值得我們借鏡。本文把「後期現代」的時限往前推，上溯到十九世紀晚

期，這一段（可以包括今天，時間上也包括了過現代主義本身） 可通稱 為「後期現代」，

簡稱「後現代」，也就是說這「後期現代」包括了藝術的現代主義 （modernism） 和二戰後

的 "Post-Modern" 小說、詩等。「後現代」之中已經含了各種的「過現代」因子，但由於現

代性在二十世紀的繼續發揚和延伸，故「後（期）現代」從過現代主義角度來看只能提供片

面的、局部的、浮光掠影的先嚐，而不能以一貫的形式和今日的過現代主義連成一體，更不

能在時間上把「後現代」和「過現代」等同相看2 。原有的譯詞「後現代」由於語意上容易

和已經成立的「後期現代」名詞混淆，更應淘汰。

思想家們的歷史觀很可以作為我們「後」、「過」分界的試紙。雖然大部份的二十世紀──

尤其在英美法──可視為歷史學發達的輝煌時期，但敏感的尼采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已經

提出對歷史學的譏評。為甚麼對一種學科作苛評呢？他是如何受到這種學問的威脅呢？這些

問題本文未能盡涉及，但值得說明的是尼采的攻擊是以局外者的身份來進行的。他反「對」



歷史，這與過現代主義中的「反歷史」（antihistory）是有質的分別的。所謂的「反歷史」

是過現代主義發展中用歷史的影來混淆歷史的形，扮上歷史的貌來泯滅歷史的性。以物理學

中的「反物質」作個比譬，它有一些「物質」的本性，但當與物質相遇時，由於性質相剋，

故同時毀滅。反歷史和歷史之間亦有此效應，它使歷史學痿頓癱痺，無所適從。這現象目前

已廣見於西方史學界3，但同道者不一定知道其所以然，本文所為就是把這人們多視而不見的

「反歷史」原委提出討論。

「反歷史」是法國年鑑學派所出斯多義諾威琪教授在批評服寇時所用語，但並沒有展開，其

他學者各自用過（如柯婁且、懷特），也不甚有系統4 。 我覺得此觀念值得在此處發展，但

本文的分析主體只限於過現代主義巨擘服寇 與修史學家懷特二人的理論。

二 服寇的起飛

服寇生於1926年，維繫（Vichy） 政府當政的數年正是他世界觀形成最關鍵的階段。從師易

博力（Jean Hyppolite） ，這老夫子公認為是把德國黑格爾哲學認真帶入法國教育的人。服

氏在校表現一般值得嘉勉，但他一個老師的一句評語值得注意：說他行文過於晦澀，不易把

思想清晰地表達出來，這一點似乎預設了他一生思路的方向，也就是說，從構思的著眼、著

力開始，服寇從極早期就有他偏處的特性5。

服寇的論文導師是孔桂涼（Canguilhem）， 在1961 年出版博士論文，名《痴和瘋》，於是

聲譽鵲起，法國史界泰斗卜婁岱（Braudel） 親自在他旗下的《年鑑》學刊提筆讚揚。《痴

和瘋》後二年有《診所的誕生》，是為姐妹作，但把方法論推前了些，三年後推出更重要的

《言物之間》（Les mots et les choses），此書一出，則服寇的學術大張。三年後更有

《知識考古學》，把他的方法論再橫向飭理一遍，其義逾明，過現代主義學術乃具系統。以

上這些發展都在六十年代的範圍之內，在七十與八十年代服寇所作的只是把其所思所見繼續

拓殖而已，與歷史有關的有他對監獄的研究，與文哲史都有關的是他對權勢（power） 與知

識間關係的闡明等，他去世那年（1984） 出版的《性史》第二、第三冊算是他的最後作品。

今日的服寇研究大部份學者把他的思想為分兩期，而以他六十年代的「考古」期思想最為重

要6。

服寇最早的一本著作出於他的博士論文完成之前，名《精神病和人格》（1954），該書很

短，值得一提的是服寇成名之後一直不希望該書廣為流傳，亦不願見該書被譯為他國語言，

照修改過的1962年的版本來看，該書大意是既然吾人無法以生理、病原或心理學立場圓滿解

釋精神病的現象，那麼所謂的精神病一定是歷史把它搭構出來的，歷史換言之就是個積非成

是的總和。這個意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更加深化，在《痴和瘋》中他大量討論了他的標幟術

語、所謂的「道述」（discourse），也就是代表外在世界的文化介質。服寇強調他所加意的

不是自馬克思以來思想史家們所習用的「世界觀」的觀念，而反而是語言本身。世界變了，

不是因為「物」變了，而是描寫「物」的「語言」變了。就《痴和瘋》來說，他之所以把

「痴」（folie） 和「瘋」（déraison） 對立，是因為在中古到近古時期「痴」字的涵義

較廣，也較良性，到了近現代，人們改用「瘋」，也進而壓制「瘋狂」。所以不是這種病或

現象改變，而是人的語言代表改變，引入了新世界，由語言入手研究問題可以一正歷史久積

之誤7。這種對語言代表性的重視可說是過現代主義的具體而微。



服寇《診所的誕生》是他繼續向過去挖掘的進階，書中指出就在公元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時

歐洲的天下大變，世界驟然變得猙獰起來，因為醫師可以用冷峻的眼光來凝視、檢視、鄙視

病人，於是診所的誕生正象徵這種不人道（這「不」字不是手民排錯誤插的）發展，「近

代」的到來意味著新的壓迫與蹂躪。他書中對「古典時期」（age classique） 的憧憬是很

明顯的，所謂的「古典時期」就是十七十八世紀，之前他稱為文藝復興或「古典前」，之後

他稱為「近現代」（moderne ）。在方法論上服寇不願意對這種歷史性的巨變提出解釋，避

談甚麼遠因、近因，也不去找尋先例、源頭，更不過問事物的衍伸、影響。變化的體現只是

驀然的、截然的斷痕，而這種斷痕之所寄正在於芸芸語言（如醫師的術語等）8。

服寇每出一本新著，他與史學的對立就越明顯，不少的意思在《痴和瘋》、《診所》中只是

冒頭而已。1966 年出版的《言物之間》以語言學、經濟學、博物學三種學科為例討論人類認

知機制的突變。服氏提出橫亙在以上所說「道述」之下的是一種潛意識的、先意識的識根

（episteme），識根是服寇從語言學領域中參悟出的我用以認識物的基本方式，從文藝復興

通過古典、現代一直到當代，識根經歷了四個時期，而每個時期都有它統一的、跨科系的的

識根。尋找這種識根必須從道述而不能從人的思想或意識著手，所以服寇明言他所做的工作

與思想史、科學史截然不同。在古典時期人們仰仗語言（請注意這「言」字） 把世界分類，

於是言物合一，物物對映。在近現代期人們卻以類比（ analogy）─取 代 （succession ）

為識根，而疏忽了這中間代表層-語言，服寇堅持到了現代後的當代期則正可目擊現代識根的

潰散和語言代表的迴昇9。

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是服寇對「現代」這一時期的處理。「現代」在書中亦稱「歷史的時

代」，因為服寇認為歷史學可以總括現代知識，屬於現代的「取代」式識根的意思就是在時

間的橫軸上排生滅起伏，諸知識群如生物（達爾文）、經濟（馬克思）乃至於哲學（黑格

爾）都服從這取代規則，這種識根把知識成象（configuration） 的取決權讓給了時間，這

樣卻驅走了原先瀰漫於古典時期的道述，語言變成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而失其執群學牛耳

的地位，馴服地接受那時間的排配。要緊的是服寇認為這種「歷史天下」只是一種假象，是

在「真」歷史喪失之後的一種補償，甚麼是真歷史呢？（註：「真」「假」是我的話）《言

物之間》中說得很清楚，古典時期中人們有一些認知的慾望卻又不離原有的社會、宗教網

絡，也就是說未經社會疏離的人才有真歷史，可以說真歷史是反自覺、反分析的，那麼自

覺、理性的歷史當然就是偽歷史了。正因為久久靠邊站的語言能調和現代人思維 （cogito）

與非思（unthought）間的乖離，能化無限為有限、化無序為有序，所以這當代道述的空間觀

終將（自古典期）重返而攆走歷史的時間觀10。

法國史學界對這本書無甚反應，麥爾基說這是因為服寇的行文對慣於務實的史家們來說太抽

象了些。最早質問此書的倒是當世哲學大師沙特，傲步法國文壇的《弧》雜誌（L'Arc） 在

1966 年出「今日沙特」特刊時，編者在篇後問沙特對年輕一代學者的觀感，他首先指名點評

服寇。沙特說服寇所為是「歷史的棄絕」（le refus de l'histoire），他說歷史應像電

影，影中的人物有連續的動作，但他在服寇著作中看到的只是「西洋鏡」（la lanterne

magique）， 一片到下一片全是靜止的，無法進行歷史性的思考（l'impossibilite d'une

reflexion historique）。這樣的苛評是可逆料的，沙特是個典型的後期現代 哲學家，對歷

史學有一定的寄望，服寇在稍早的數月間已不斷地公開向他挑戰，二人的這場對決（還有下

文）從很多層面講竟象徵了二十世紀餘年新舊「過」「後」二股思緒的綿延鬥爭。最近一些

歷史理論研究者指出：服寇的「道述」體系缺乏「變化之經紀」（agency of change）一

物，沙特卻早已說了。 值得注意的是服寇最基本的思維方式是哲學式和非史式的，所以在本



書中當他為一個時期找到一種範樣（general form）時即覺已滿足史學任務，還大言其書統

一了社會科學的同時性 （synchronic） 與史學的歷時性 （diachronic） 間的矛盾，這樣

的誇口與他所受到的指責（「靜止」﹑「無變」）其實都算對，但這種統一只是過渡的，到

《知識考古學》成書時便見分曉11 。

上段之前我們已看到服寇對現代性的抵制，衛護現代性的哈伯瑪斯很早就嗅出了他反現代的

本質，這本《言物之間》可看成是繞了大彎來打擊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 等代表

現代理性精華的一篇奇文。但服寇走的路全是字海（les mots） 中過來的，他要抽去所有被

研究的思想家、科學家的生平、心態、世界觀等，也不看從一個科學家到另一個科學家間思

想的辯証影響，指名對思想史本身作挑戰。他說思想史家所作的常常是跳出作品以外的理

解，他說這樣只是搞「魔術」。於是我們可以問：這種完全抽去了「人」的因素的作法難道

不是更進一層的現代疏離？法國年鑑史祖卜洛克不是說歷史的中心正是人嗎？服寇日後倒述

當時心態之時有些悔意地說他一生中探索的有三個問題：真理〔的問題性〕、權勢、個人操

行，在這一段時期，他承認只注意到了前兩個而「沒考慮到第三個」問題。換言之，他的

「考古」抽去了人文主體性，把人的因素完全剔除不是變本加利地「去歷史化」

（dehistoricize） （他批評十九世紀語）嗎？法國史家竇色把服寇比做「方塊主義」，從

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所說的現代美術「去人化」的觀點來看倒也說得過，後期現代與過現代

之間本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12。

一方面是要回應批評，一方面是他深化了自己的思想，服寇三年後推出《知識考古學》。本

書的意義 在用語言哲學的語言來描寫他所謂的「考古學」是何物。13 與《言物之間》不同的

是此書把「知識」結構分層討論，分出物象（objets）、觀念（concepts）等四部，而非像

以前那樣分時期討論。但也可以說本書熟練地完成了《言》書只提了頭、卻未充份展開的意

旨，而實際上就是集中討論與體現「當代」如何取代「現代」的問題。既然現代照服氏說也

就是「歷史」的時代，那麼《知識考古學》狹義地看可以說是對歷史學的總清算，也就是

說，在《言》書中殘留的一些歷史學尾椎可以鋸掉了。

這尾椎之一就是在《言》書中與歷史學關係最近的一個觀念-識根，服寇當然不會自打嘴巴，

而用的是慣用的代語法。他全書中絕口不再提「識根」二字，卻認真批判了所謂的「先意

識」的觀念，「先意識」有甚麼不好呢？他說「先意識」觀念太過強調了「同」的原則（比

方說他的識根一下就總攬了一兩個世紀），他說這種求同的意願來自思想史（要看看甚麼是

橫亙在一些思想類型之下的基本假設），而確實他的「識根」與「世界觀」等傳統觀念頗易

混淆。於是服寇在寫《知識考古學》時，決定把這最後一片靠近歷史思維的楓葉撕走。有學

者說：《知識考古學》全書的最終目的是在曉喻「分別」（difference） 二字，但服寇堅持

並不是他看出了物與物的分別，而是這些分別本來就存在於現實之中，只是他在理念上「拒

絕把它們減少」而已。所以當服寇談他的「比較法」時，他說過去的比較研究法過份強調了

「同」14。但這份抱怨是不合理的，比較研究本來就應從「同」入手，因為物性之不齊，已

知之矣，由殊異著手做「比較」根本是對比較法的玩弄。這從他《言物》書中所說的現代識

根在於「類比-取代」來了解應該更清楚，也就是說，要打擊現代性（與其代言人-歷史），

首先要搗碎其精神所寄的研究方法。

象徵現代性的另一半識根-興替取代-當然也必須清除。《考古學》中說得很清楚：舊的考古

學向歷史學看齊，規規矩矩地去排時間、搞復原，新的歷史學倒應向考古學看齊，任由空間

來抹去那那線性的時間。難怪在《考》書中按世紀分期的「識根」消失了，因為那樣的「定



期取代」對他的考古學方法論來講是個累贅。他的考古學顯然是要擺脫時間的束縛，強調的

是道述們「自化」 （transformation） 的本領，這種自化不必向道述以外的任何東西（包

括思想家本身）負責，任何的「繫年」功夫對他來講都是外加的，於是時序、日曆可全斥退

（照他說叫「吊空」）。就服寇而言，時間中所蘊藏的機變是個既已知又不必處理的死灰，

之所以他要歷史向「考古」學習，是因為研究對象都已經死亡、僵直、敲定。服寇常掛在嘴

邊的是「必然」與「規則」，但這種偽裝積極主義（positivism） 的羊皮僅為引誘讀者脫離

那體驗的（empirical） 厚土。「機變」（contingence） 和「自由意志」（free will）非

渠所關心，因為他把知識和意識分了家，人與言也彼此割斷，他腳下踏的只是語言理想主義

的高橋。把變化的因果、陵替、興廢全吊起來，於是文明的起落，所有的「政體、戰爭、飢

荒」等傳統的歷史課題對他而言都僅如浮萍。 他聲稱要往「深層」挖，但他憧憬的「深層」

是時間已成鈍態的世界，15歷史中的連鎖反應早已墜地，所以《考古學》在很多維向上是

《言》書的昇華與蟬脫。

至此，卜婁岱所常提的「全盤歷史」（histoire globale）觀念也可以拉出來檢討了。服氏

指出「全盤歷史」不如他所舉的「泛泛歷史」（histoire generale） 。他說：「泛泛歷史

就是要撥弄疏散的空間」，實際上就是要把時間在歷史領域中為首要裁判的地位撤消。卜婁

岱雖然談「漫漫歲月」，但只是把時限拉長，並未把時間擠走。服寇之所以把時間因素視為

寇讎是因為他的興趣本不在歷史，所以他反對重建過去的世界，過去對他來講本無意義，過

去的唯一意義在於它以表記（monument） 的姿態聳立於現在，成就了他的「考古」思維，但

「考古」就是「思今」的一物兩面，所以服寇所謂「疏散的空間」其裏層就是他的權勢觀-那

超時、廣佈的權勢。尼采也是這麼一位相信古為今用的哲學家，所以尼采不能忍受史家為史

而史地追求「客觀」。服寇在六七十年代之交這幾年（包括《考》的寫成期）特別強調的也

是他看不慣史家要聚沙成塔式地堆出一幅過去的圖畫。《言物之間》1970 年英文版前言說：

「我所執意摒棄的是……一種現象學式的取徑，這種取徑把冷眼觀察的研究者放在第一位，

也讓現象中的一舉一動在﹝研究者的觀察中﹞各得其所。然後，研究者把他自己的觀點安插

在所有歷史的起始點，總而言之，這種取徑的終點是一片超越的意識。」尼采的「客觀」到

服寇處轉變成了凌霜的「超越」。這個意思服寇在一兩年後寫的一篇文章〈尼采、譜系、歷

史〉中講得更清楚，文中完全接受尼采對「求知的意志」的批評，同意尼采把歷史學家看成

是現代自我主義（egoism） 的肉身，服寇說：「歷史學家不能容忍任何高他一等的東西，墊

壓在他獲取全部知識的慾望之下的是他對意欲睨小天下的秘訣的搜尋。」16文中藉著尼采之

口對歷史學極盡凌辱之能事，為甚麼？還不是因為歷史這門學問落實了現代性？

那麼，為甚麼服寇又和歷史學結上如此盤根錯節的密緣呢？他不是以「歷史」起家，許多人

都以「歷史學者」名號稱呼他的嗎？他在 〈尼采〉一文中透出了消息：「歷史跟醫學比跟哲

學近，‥‥它的工作在成為一種治療科學」（而哲學──他在旁處說明──是一種診斷工

作）。於是我們了解為甚麼早在他的《精神病》書再版時已把歷史當作伊索寓言中代罪的騾

子，把現代的許多怨尤歸給歷史。正如《診所的誕生》序言所說的：「歷史咒定我們去面對

歷史」。故雖然歷史把世界帶到了絕望，要走出絕望只有解鈴還須繫鈴人。於是從《診》到

《言》服寇的經營正如拉康心理分析所提示的那樣，通過否定而真幻良莠易位，把代表十八

世紀世界的語言扶為正經，把代表現代化的歷史貶作反常。所以從一開始，服氏就拉歷史做

他的帶路人，而目的地正是它自己的墳墓。不過歷史還有條出路，那就是變成「有效歷

史」，歷史甚麼時候能「有效」呢？「當它把我們的感情分割化、把我們的直覺戲劇化、把

我們的身驅多層化、讓身驅與它自己鬥爭之時。」 這是服寇的當代烏托邦，集反記憶、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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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大成 ，也就是像《言》書中所說的那樣，讓歷史回到那無知無覺的葛天氏存在意識去

吧。

進入七十年代之後時服寇與法國史學界關係隨著他本人聲望的提高反倒轉冷，他與史學家們

每因路線不同而聚訟不已，有時他不得不聲明他之所為並非史家工作，而法國的史家們（包

括早先大聲讚揚《痴和瘋》的孟周）也漸漸覺察到服寇實非吾類。經由「人」的研究的揚

棄，「全盤歷史」的否定，至遲到1975年卜婁岱自己也說出服寇並非史家（nonhistorian）

而是哲學家的話。在此以前，服寇自己卻聰明地已為自己新闢了個安身立命之所，在卜婁岱

支持之下，當他榮任法蘭西學院院士就職時，演說中批判了門牆（discipline） 觀念的束縛

性，間接指出他自己是科際間的新變種，科際學的發展是過現代主義學術滋蔓的又一梯

階18，而過現代訊息則源源流播。

三 懷特的超拔

過現代主義的消息帶給一些有心人的鼓舞是難以言喻的。美國人中久久對歷史理論有興趣的

懷特在《歷史理論》學刊的邀請下在1973年披露了一篇討論服寇著作的文章，主要標出服寇

對語言是任何學科的根本代表體一事的敏感，對服寇讚揚有加。懷特自己借題發揮，補加說

人文科學的本質（constitution） 就是「詩的行止」（a poetic act）。所以正如服寇所

指，從十六世紀到近現代人文學科並沒有在認知上日趨進步，相反地，只是一種「道述」的

重組。而現代人文科學一直自以為已經超越了語言的局限，可以直接由心至物做了解，做觀

察，做總結，這不但是一種心智人文的疏離，而且靠邊站了將近二百年的語言終將再起，粉

碎人文科學在知識領域中所打下的江山。對懷特來說這些意見不啻是「此曲只應天上有」，

因為他本來就覺得人文科學（甚至就科學本身）從來就翻不出文學大千世界的手心，學科與

學科間的不同，僅不過如文學品類間格調（style） 的不同而已，19 服寇鼓吹的認知中間層

（介於物我之間）對懷特而言是在認識論的基礎上給予了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及時的翼助。

懷特和服寇為甚麼那麼一拍即合呢？這懷特亦非等閑之輩，為密西根大學歐洲中古史博士。

假傅爾布萊特獎學金遊學意大利，邂逅了文史哲大師柯婁且的家人（柯氏已謝世）。回國後

即大張柯學，致力歷史理論。其實二十世紀諸哲之中，柯氏雖稱全才，但著力處在美學理

論，其史學著作曰多產，但為評家所稱許的只有他熟知掌故的地方史如《那波力王國史》

等。嚴格來說，以柯氏的基本哲學式取向，本難參史家三昧。世人較少過問的是他的法西斯

傾向（曾任墨索里尼的文化部長）和他歷史觀的關係，柯氏是有名的保守派，他堅信歷史是

藝文作品而非科學，他極力反對馬克思的機械唯物史觀。他認為歷史就是吾人「精神」的一

部份，所以他對文獻的看法大有唯今主義（presentism）的偏見。吸收了尼采史觀中的「生

死」之別，柯氏提議那 歸檔的文件就只能算是「死文件」，如何起死回生呢？當它們變成今

人思想或精神的一部份之時，所以他的唯今史學也就是唯心史學。歷史如此唯心，故它不可

能被理解成一套客觀存在的學問，因此他不信另有「歷史哲學」這玩意。這一點是沿著尼采

的舊路與德國史學派相抵觸的（曾為此打過筆戰），相反地，柯氏相信歷史必須包含行動，

今日的行動可以把歷史從過去中拯救出來，如此史觀是有強烈的千載一時的啟示錄傾向的20

。

不瞭解柯婁且思想的背景是難以討論懷特的史學發展的，雖然這並不表示從柯婁且的投影就

可以涵蓋懷特的全景，但懷特初回國這段時期的思想顯然完全籠罩於柯婁且的餘蔭之下。他



不但把柯派同路人意大利學者安東尼的史學佳作《從歷史學到社會學》譯成英文，用柯婁且

自己當年為該書所寫的書評以為該英文版前言，且作介紹一篇。前者十足反映柯氏對德國歷

史學派的敵視，懷特在其〈介紹〉中也幫起腔來，對歷史學派所推崇的所謂「客觀歷史」深

加質疑，而且譏諷該派的鼻祖杭卡（Ranke）說：「可憐的杭卡，皓首窮經，為了實現他自己

說的『認知過往如何發生事故』而弄壞了目力。」21為讀書而傷眼的大師中國也有幾個，例

如陳寅恪、錢穆，卻很少有人因為用功而身體產生缺憾而受同儕嘲弄的。初生之雛一口就啄

了近代史學始祖的眼，此子的將來恐難方限了。

到六十年代初懷特還繼續宣揚柯學，說柯婁且的史學精神有「不朽的切題性」，而該文主要

旨趣在闡發柯氏《歷史為自由之頌》一書的大義，如柯氏般唯心地指派歷史學的任務在於肯

定個人自由，同時反觀所謂的歷史哲學（主要認同於德國史學派）則表現的是對這種自由的

否定與束縛。所以當他在另文討論回教史家卡頓（Ibn Khaldun）的史學之時也由於卡頓被劃

入「歷史哲學」的範疇而大加評叱。通過1969-70年在衛斯廉大學由文藝批評家哈三所主持的

當代歐洲前衛文化駐校研討會，懷特對當時歐洲要掀翻現行傳統的前衛主義提出了未來主義

式的歡迎22 。柯婁且的唯今主義一轉而成為懷特的未來主義。

懷特在六十年代最典型的一篇論文是1966 年的〈史擔〉，該文等於是用二十世紀的音符重譜

了尼采當年對歷史的揶揄。文中提倡吾人應明智地拋開「過去」，以期確保現有的自由。文

中無論是易卜生筆下那些好古之士（antiquarians） 的冬烘，或是希特勒大言「俱往矣」，

矛頭總是指向「過去」一物，柯婁且的唯今主義（也就是尼采史觀的再出發）已使懷特把歷

史研究的總場所-過去-視為夢魘。尤有甚者，柯氏千載一時的座向使懷特認為連歷史研究本

身都應擺脫「過去」的羈絆，為了趕上時代，歷史學應該告別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寫實主

義，轉而效法二十世紀文藝中的超現實主義或科學中的相對論，我們知道超現實主義的要義

之一是打破時序，可見在正式接觸到過現代主義著作之前懷特已經非常不安於室了，同文中

他又譏嗤「穩定」、「秩序」等觀念，打擊異（過去）中求同（現在）的史學方法。23雖然

隔著大西洋，懷特已經獨立發展出一些與服寇相平行的思想。

但六十年代只能算是懷特的摸索期，日後在他思想扮演重要角色的「代表體」

（representation） 觀念在這段時期中還在流離，連他一篇討論所謂的「歷史系統」

（historical system） 不能擬之以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科學）分析的文章中都絲毫未納

入「代表」之觀念（而僅仰承奧特嘉的「歷史系統」觀），一本1973 年出版的小書《希臘-

羅馬傳統》中亦未見應用。在同年《歷史理論》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懷特對服寇的心悅誠服應

不意外了。服寇的以史反史等於是替懷特把問題的核心和盤托出，相形之下他自己倒像在邊

緣問題上徘徊了十數年。沿著尼采、柯婁且思想的舊路，懷特本就不信人文科學中的科學

性，如今有服寇撐腰，懷特大膽說出個中研究端視研究者的造作編製 （invention）的話。

服寇的代表性之說驅走了懷特心中殘餘的游疑，語言論為懷特的歷史觀帶來了「革命」24。

就在這一年《拔史》問世了。懷特對於歷史這門學問的長久反思在這本書中以借喻學的大排

場出現，所提的問題是史家所必爭的甚麼是十九世紀歷史學本質的問題，以全書運思之妙，

堪稱傑作。懷特把歷史學問分成五個層面：曆紀（chronicle）、故事（story）、佈局

（emplotment）、說辯（mode of argument）、意識形態，這和薄克以戲劇學手法把各派哲

學分成五個層面討論頗相類。在上述後面三個層面，懷特又借用他說再加分類，就佈局來

說，他借用富萊爾 （Frye） 的四個類型：傳奇（romance）、悲劇、喜劇、諷刺劇

（satire）。但懷特的分類還不止於此三層，在認識方式上，他又提了幾種（例如寫實主義



[realism]、理想主義），但最為貫穿全書的是他借自微口的四種假喻法（trope），也就是

化喻（metaphor）、 繫喻（metonymy）、部喻（synecdoche）、反喻（irony） 四式。懷特

認為一本歷史著作的完成，先有曆紀，把時間與事件聯結起來，由曆紀演進到故事要加上情

節潤色。故事要穿針引線，這就是佈局，一層層地史家順著他的潛意識（反映在語言上）把

所有的層面填滿。這個過程懷特把它稱為「踐形」（prefiguration），由於是語言透露了消

息，懷特就提出了「語言底稿」（linguistic protocol）的觀念。以尋找此「底稿」為目

的，懷特把十九世紀史家和「歷史哲學家」比照不同的層次綜合分類，主要析論四四八大

家。由於「踐形」就是將心中已有之「形」擴而充之，故一部史著用何分析方法、採何解釋

史實的角度，都不在懷特的關心範圍，「讓材料說話」這句話在懷特處是充耳不聞的。這種

做法是用文學批評的手法來透視「歷史」作品，作者在〈介紹〉與〈結論〉卻因此強調史學

的科學性不足，這是套套邏輯，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找到他不去尋找的東西25。

文學批評的體系法則發展到一定程度開始向旁的科目擴張，薄克的《動機的語法》就是以戲

劇語言來分層析理各派西洋哲學家的，從這個意義來講，《拔史》可以算是《動機的語法》

在史學界的衍生。正因如此，安可斯密特已正確地認識到《拔史》搞的是文學理論，不是歷

史理論。當然懷特之所以「膽敢」以文學為修史學（historiography）理論也是受了服寇語

言代表說的鼓動。懷特素喜文學批評理論，書中文學分析的隨意性亦頗明顯，例如在薄克書

中部喻通過象徵衍義包括了「代表」的意思，而在懷特書中象徵「代表」的卻是化喻，正如

薄克所說：喻的象徵涵義是相對的，但在《拔史》中一種喻只能有一個象徵信息。所以懷特

這套繁複的分類只反映他書中陳述的特定規則，而即使在文學界這些規則亦並非約定俗成。

於是被析思想有減縮（reductive）性質的懷特說是用了繫喻，組織思緒有整合

（integrative） 趨勢的他說是用了部喻，如此我們發現懷特並沒有把視線盯在語言層上，

他只是通過象徵手法用語言的語言來表達思想家的意識活動。以「反喻」來說，懷特讓它代

表人對現實的一種消極無奈的心情，他把這反喻更推廣到包括對所有有為政治行動和有效理

解現實的總否定26，所以懷特討論的主體還是思想本身，而非像他學服寇所說的那樣脫離了

認知層。基本上他仿服寇的識根而推出一個比認知更基本的「語言底稿」是不成理的，至少

《拔史》沒有一貫地就語言本身來進行討論。

如果讀者以為《拔史》之作僅為求證這「語言底稿」一事，那可是只見其影而不著其形了。

他的學生甘乃爾說《拔史》是好幾部書合做一部寫，懷特自己也說史家之作每是指桑罵槐

的，那麼懷特「底稿」下的底稿又是甚麼呢？首先我們看既然在書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這些喻

類意義的劃分是如此主觀，作者一定有他的指歸。所列的微口詩論四喻之中，最受懷特偏愛

的是反喻，照他說該喻是四喻中境界最高，而其他三喻則顯得樸素無華（naive）。反喻有自

覺性，使用者可以與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常反映於嘲諷（自嘲或諷他）中。其他

三喻中最基本的是化喻，它常是代表本身或是倚重代表手法的，像卡萊爾（Carlyle） 形容

歷史是「一團混亂」，這在懷特處算是對現實真誠的報導，劃歸化喻。繫喻則代表思考者假

設了在事件背後有因子或經紀的操縱，部喻則代表思考者重視整體中部份與部份的關係或整

體與部份的關係。這最後的兩喻是懷特最不欣賞的，因為它們太靠近科學。書中派為用繫喻

或部喻的主要是德國歷史學派學者和對歷史做了深入省察的理論家（如馬克思），用化喻的

包括普通的一般敘事史家（如米希雷[Michelet]）。而書中派為常用反喻法的正是尼采、柯

婁且等人，他們知道史事者不過爾爾，柯氏更看穿了寫實主義的無謂，為史家之最。懷特向

來對此二人情有獨鐘，而本文已經描述了二氏與歷史之間的距離，這距離在懷特處倒成了灑

脫的標誌。其實書中所列的八大家，過半數不是歷史學家，像托克維爾、尼采、柯婁且本不

以史學見長，被分析的很多也不是歷史作品。懷特說他的書處理的是十九世紀「歷史意識」



（他沒特別說明是「史家的」歷史意識），讓尼、柯二人混進討論，使讀者以為這些都是史

家的思想，已是懷特的潛在目的之一。書中結論說全書之所以擺出五花八門的類別，只為強

調：所有的類型不過是供史家選擇的的格調，史家愛怎麼選就怎麼選，格與格之間無分軒

輊，不能說一個史家就比另一個史家高明（或更「科學」）27，把各種「史學」等量齊觀是

作者的又一腹稿。

其實在懷特諸喻之中，由繫喻和部喻來象徵的思考方式正是對歷史中事件與事件間關係或環

節的關注，能作如此思考的方是吾道之佼佼者，但在懷特書中他們最等而下之。懷特對整個

十九世紀歷史觀的反省是：在世紀初以反喻為代表的悲觀心情充斥歐洲思想，歷史學研究的

運動正是要逃離這種反喻心態的掙扎，不少的史家把歷史看成有經紀、有因素在背後操縱的

實體，也就是歷史在向分析性發展，但偏偏到了世紀末（尼采和柯婁且到來之時）「歷史」

又回到了反喻模式（事實並非如此，正如甘乃爾已指出，本書正缺德國史學派的後勁刁泰

[Dilthey]一章）。作為結論，懷特問我們在二十世紀中葉又看到的史家們作同樣的認知掙扎

是有意義的嗎？書中說尼采處於化喻和反喻的境界之間，而他反反喻的衝勁是要把人類意識

從繫喻狀態中解放出來，要打散那些歸納、整理等認知企想，因為它們本無法有效處理現

實。柯婁且則已安於反喻，瞭解歷史僅限於人的直覺（intuition），達到了化史為詩（和語

言之學）的境界（寫柯婁且處基本上是懷特自己的縮影）。當然在十九世紀帶領史學走錯路

的還是「可憐的杭卡」，書中時說他迷信歷史神話，皓首窮經也解決不了問題，既「保守」

又「就簡」（reductionist），凡屬歷史學派的（如黑爾德[Herder]、韓博特 [Humboldt]）

在書中無一不成了同黑的烏鴉 ，跟著德國歷史學派的拙劣前提（如捕捉過去情景）而進入絕

港。於是我們不禁反思：為甚麼二十世紀史學長期下來尊杭卡為史學鼻祖？懷特的循環論

（始反喻，終反喻）敲定了歷史領域中的認知方法本無「進步」之事，號稱是「歷史學的大

時代」的十九世紀史學在懷特筆下顯得那麼主觀、那麼原始、那麼幼稚，28於是我們知道上

述懷特主張對史家與準史家的處理應一視同仁其實是孟子所謂的「詖辭」。他用各種旁敲側

擊的方式來滅絕歷史思路的發展，貶抑樂史的黑、杭，抬舉非史的尼、柯，這才是《拔史》

的真正目的。

這種不透明的「骨子」寫法只要看書中對尼采的處置便見端倪，懷特和服寇不同，服寇在

〈尼采〉一文中把尼采對歷史的反感和蔑視和盤托出，在《拔史》書中卻絲毫未著如此的痕

跡，相反地，懷特把尼采說成是歷史的「衛士」，而不提尼采那套大罵歷史學家為「閹人」

之類的說辭（雖然這些話在懷特早期的著作中也曾引用過），在「語言底稿」這件炫麗的外

衣包裹之下，懷特以修史學姿態把尼采哲學在不觸及歷史學家的敏感帶的原則下，以「同

道」身份介紹給歷史界，這樣效果其實更大。本書之所以命名為「拔史」應該一目瞭然，反

喻的情操-尤其是尼采「化喻式的反喻」-就是拔史，拔史就是要超拔歷史，把說是過了時的

（繫喻性的）歷史拔起來。這名詞的使用一半是對史家的揶揄，譏他們被誚而渾不自知。本

書的反歷史空氣濃厚，在在以認真竅實為拙，從中心處來瓦解歷史學家的求知精神，這比尼

采高明多了。但本書卻向現代性做出了長足的讓步，全書以大系統架勢出現，術語充斥，完

全抹煞了尼采所重視的活力。尼采覺得歷史太冷，懷特覺得歷史學還不夠冷。總之，本書是

用二十世紀的體系方法傳遞過現代的訊息，對歷史的破壞力怕也是尼采本人所想像不到的。

因為 一般讀者的印象是：本書建立了語言底稿論，史學討論從此進行了「語言轉向」，「科

學」性的、體驗式的歷史觀已經打破，史學可以不再受「繫」於認知層了29。

四 餘 波



但當尼采主義在美國稍稍回昇之時，其動量在法國卻經驗了預期不到的轉折。1975 年服寇的

《監與罰》（surveiller et punir） 問世，在思想上開始向具體的意識轉向。書大意說雖

然一直到十八世紀法律的懲罰是殘暴的，十九世紀的所謂人道化了的「改進」只是由「罰」

而轉至「監」，而整個監罰系統更有充裕的餘地耍弄權勢 （power） 。雖然服寇還是有力地

展示了他對整個現代性傳承的不滿，但在此書中他對歷史的時、事、轉、變似乎採取了較為

負責的態度。兩年後出版的《性史》第一冊《求知的意志》更加顯示出服寇思想前後間的蛻

變，用尼采所輕視的「求知意志」作本書的標題似乎在自嘲他在作學究的轉向。在本書中他

雖然仍在口頭上重複了他對史學的「起承轉合」「有始有終」那一套斬釘地否定，但令人驚

訝的是他卻提出所謂的「時曆的提醒」。甚至他說由性史來看，直說統治階級擺佈了被治人

民也有問題，一反他在他處廣傳博議的「權勢」話題。我們不禁問為甚麼呢？服寇臨終前一

月接受訪問時說他在1975－76 年間有個「驟然的」轉變，使他決定改弦易轍。 這段時間正

是他書寫《性史》第一冊之時，從他有紀錄的1976年冬春季演講來看，雖然他對歷史的負面

印象並不立消，但確實對歷史研究本身有了具體而深遠的掌握。是他和史家們在1975 年的辯

論促使他下決心對歷史學下功夫？還是另有個人的、內在的因素（例如功成名就了的新意

境、對性主題的認同）？真正的理由我們不敢說，但這轉變顯然不限於學術思想，有個好朋

友說：從那一陣起「服寇好像變了個人。」30

自此，除了一些簡短的作品與口頭訪問以外，服寇一反過去多產的衝勁，《性史》二、三冊

是他過世那年才趕著出版的。在這兩冊書中，以上所講的思想轉向就更清楚了。在第二冊的

〈介紹〉中服寇給了一段自白：「我本來的目的不是要寫一篇性行為或性實踐史，那樣的

話，我會溯其遞變，蹤其演化，跡其開展。我也不是要分析那些代表這些行為的各種科學、

宗教、或哲學思想。……但當我來研究個人體認其自身為性主體的種種方式的時候，問題就

變大了。……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不做一番歷史性和考證性的功夫，」就難以對性經驗的

問題深入研究。這一段話把兩種不同的取徑-歷史與反歷史-分辨得很清楚，而服寇卻選擇站

在歷史的一邊。有趣的是，對這兩本在他著作中歷史意味最濃的書，服寇卻說：「與我其他

的著作一樣……它〔指第二冊〕不是一個歷史家的作品……而是個哲學的習作。」31

從表面看，既然他的《古典痴史》即已聲明非史，到這絕筆的兩本重申非史，似乎他的立場

始終未曾挪移過，但以上自白中的所謂當他研究個人體認自身為性主體的時候開始向歷史學

投轉，等於承認他在構思《性史》二、三冊時應用了「轍行」 （reenactment） 的方法。

「轍行」為近代史學方法論中的礎石之一，如果「轍行」的應用在服寇的意識中是初嚐，那

麼我們說他以前的著作非史是可以考慮的。在此以前的、對生死時間觀念未作突出反省前，

也就是服寇第一、二期（「考古」期和「系譜」期）的歷史觀是彌足珍貴地過現代主義式

的，但到了晚期，即我認為存在的第三期（自七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反而轉回到了較傳統

的史觀。所以有些史家基於他這些有關性的歷史的寫作而說服寇要把個人主體性

（subjectivity） 作一個歷史的重建是說得過的，但更早的服寇歷史觀就是另一回事了。忽

視了這一層重要的轉折，不少學者把服寇與一般史家的搞重建等同來看，這是個嚴重而又膚

淺的誤解32。

那麼懷特呢？他也經歷過同樣的轉變嗎？沒有。服寇一生頗有戲劇性，故思想有大轉折，吾

人可以瞭解。懷特則生逢盛世，稷下處優，《拔史》出後事業方興未艾，他是義無反顧的。

所以有人從社會科學前驅的角度討論了啟蒙期意大利歷史理論家微口，懷特就全力抨擊。即

使有一短暫霎那懷特被後期現代哲學家李闊（Ricoeur） 弄混了，從後者的著作中意識到原



來敘事性裡還有一個時間因素作骨幹，覺得把歷史的主體相對化不是那麼簡單，但他很快還

是閃過甚至批判了李闊，說他 偏向「可知論」（gnosis），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李闊不能

大方地放棄歷史的具象性。之所以服寇臨終的轉向對懷特來講是兔死狐悲的，而後者的反歷

史在一篇〈歷史多元論〉的文章中更表露無遺，在此文中他明快地駁斥了所謂的歷史著作中

的「部份真理」說，甚麼叫「部份真理」說呢？比方說甲說此人穿了衣服，乙說此人穿了鞋

子，而如果事實上該人既穿衣又穿鞋，則甲、乙二說皆為「部份真理」。懷特的意思是歷史

學應有多元真理，甲說此人穿紅，乙說此人穿綠，二者皆可為歷史真理，此之為歷史多元

論。有一次受訪問，懷特竟不諱言地說：「過去就是個任人暇想（fantasy） 的場

所。」33顯然歷史在懷特的世界裡不但僅僅是過去事件的「代表」，而且「表」的份數愈來

愈多於「代」了。

於是當文學界中的所謂「新歷史主義」在八十年代晚期勃起之時，他極盡可能地作思想打壓

工作。 正因為懷特根本不承認歷史研究有它自己的獨特方法，所以「歷史」之後加上個「主

義」二字是荒謬的。在九十年代懷特又說歷史在十九世紀以前連一項科目都不是，從六十年

代開始他就一直主張歷史是個不能自主的科目，這樣持續的懷特主義使我們記起他在早期

（五十年代）尚接受有「史實」這回事，但自從他醉心於柯婁且主義以來，到迎接過現代主

義的新猷，最後到混歷史與空想為一談，顯然有個進階的發展。34 除了他本人的性向以外，

柯婁且思想是個主要的薪火傳遞環節。本文所為在藉服寇與懷特二人的思想生涯來描述這二

十世紀過現代主義莊園如何生出這朵奇葩-反歷史。

服寇與懷特的下一代如何繼承這反歷史的志業是個有趣的問題，雖然在此不可能詳盡討論，

但可起個頭。服寇在歷史界的「傳人」是他在高師教書時的老學生魏演，後由他一手引進法

蘭西學院，由於魏攻羅馬史，服氏寫《性史》二、三冊（僅及希羅時代）時多相商榷，但魏

氏在自己的寫作中（尤其在七十年代）雖然儘力張揚服說，但基本的、臥底的問題沒有走

開：你是反歷史？還是從歷史？只有兩條路，於是魏氏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例如他說：歷史

中的人物是自由的，歷史的造成在於偶然，這只是他個人對服氏理論（錯誤）的解讀，並非

服氏原說（見本文第二節）。服氏所教的是反歷史，你怎麼把它納入應用到歷史裡去，是個

大難題。上述魏氏的立場只表明他反決定論，並不反歷史。所以雖然魏論史常故作驚人之

語，但他在服寇生時就很難說是個純反歷史者，服老過後就更難說。他1985 年出版的〈羅馬

帝國〔私生活〕〉除了說是獻給服寇以外，已找不出甚麼明顯的過現代主義蹤跡35，史家本

有一定的運思規律，與反歷史恰好是互不相容的，魏演的心路歷程說明了這一點。

在英語世界的情況則正相反，原因是反歷史要與歷史本身並駕齊驅是困難重重的，但修史學

的領域卻是它的優生環境，一部份原因是歷史界目前的修史討論理論層脆薄至極。於是《拔

史》出現之後，過十年安可斯密特的《敘事邏輯》出，不數年甘乃爾的《語言和歷史的代

表》亦出，自此以往，過現代式的修史學討論碩果纍纍。安可斯密特是員猛將，對既有史學

概念多所摧破。他說：時間本來就是一種想像出來的玩意，敘事以時間為軸是西方文化獨有

的，所以要把時間作為敘事文的骨幹（如李闊所論），不啻是「流沙建塔」。他也不認為像

「文藝復興」，「勞工運動」這些名詞背後真有個過去的實體，而僅為存在於歷史代表體中

的架構而已，「過去」對他來講竟是那樣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正因為沒有客觀公式可保證

過去事實重建的正確，所以他認為歷史永不能成為社會「科學」。 但入了二十一世紀以來安

氏似乎從「破」而漸漸想到「立」的問題，例如他雖然仍堅持歷史與「過去」的關係是不定

的（indeterminate），但他可以接受別人（非他自己）把歷史認做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我們

再看懷特的及門甘乃爾，氏繼承師說，認真咀嚼了語言在歷史著作中的地位。 雖然其「歪搞



故實」（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之義（渠書的副標題）使人憂疑那「一正故實」

（to get the story straight） 的日子已成過去，但甘氏卻不乏側面地對史學著作語意雋

永的點評36。

總的來說，反歷史的發展花分兩枝，服寇的影響雖然廣大，但將其反歷史意義濃厚的學術與

歷史融合則談何容易，反歷史在魏演身上的乾沒（曾記否：氏曾高呼「服寇給歷史帶來了革

命」）是個例子。於是反歷史從服寇之學發展出去的，只能在邊緣上（例如搞「物史」）或

聲勢上（例如行文點妝）維持動量。經由懷特打通的在修史學中的路則是條康莊大道，第二

代的作品有更上層樓的表現。但這也可以看成是反歷史力量的發散，原來藏在心腹的發到體

肢來（例如討論時間問題），一反宗師懷特含沙射影的作法。這樣一來，反歷史的力量除了

「發」以外，也在「散」，因為一討論到具形的問題，就等於石達開進了四川，也可以說是

從尼采的虛無主義倒退回惲謨（Hume）的懷疑主義37 ，反歷史是遲早會被逐漸覺醒、重新動

員的修史學所吞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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